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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引言
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中国经济深

层次问题的显现，表征上体现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、

产能过剩、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偏低等，其根源在于

中国经济供给侧的创新驱动力不足[1]。新常态下，中

国政府将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提升至战略高

度，而技术进步是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

关键所在。除了依靠国内自主研发的形式以外，通

过贸易以及长期国际资本流入渠道所形成的国际先

进知识技术的溢出是推进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重要驱

动因素之一，这就隐约意味着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

下，中国技术进步还会受到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。

美国在全球经济金融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，源自

美国的扰动因素不容忽视。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

来，秉着“美国优先”以及“全球紧缩”经贸保护主义

的执政理念，实施了一系列与往届政府截然不同的

经济政策，这些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

分歧和争议，并由此导致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

著上升。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

大经济体，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作潜在

的战略竞争对手，遏制中国经济创新能力提升，成为

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主基调。基于上述

背景，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

性是否会影响中国技术创新？随着国内、国外经济

环境的变化，上述影响是否呈现出非线性特征？针

对当前阶段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现

实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中国政府准确识别影

响技术创新的美国因素，并制定出适宜性和应对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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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创新支持政策，优化企业创新的政策环境，推进中

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。

1 文献回顾

从国际文献来看，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

思路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：第一类关注经济政策不

确定性对产出、物价以及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

影响[2-4]；第二类文献关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

经济主体决策行为的影响，如企业部门投资[5]、研发

创新 [6，7]、现金持有 [8]、金融部门的融资决策等 [9，10]；第

三类文献侧重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资产估值、

资本市场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冲击 [11]。然而，上述

文献主要考察某国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该国国

内形成的经济效应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(IMF)在
2013年“全球多边政策”报告中明确强调，全球经济

对于美国以及欧洲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不

容忽视；此外，上述文献在结论上一致性地认为经济

政策不确定性与目标变量之间呈现反向关系，这与

早期Abel的理论分析结论相悖，其认为不确定性与

目标变量之间未必呈现反向关系 [12]。因此，近期国

际文献沿着两个维度进一步推进。

第一，在研究视角上不再局限于一国国内，而是

立足于全球视角，系统评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全

球溢出效应。Colombo基于 SVAR模型研究发现，美

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欧元区的价格指标的负向影

响更明显[13]。Klöβner等研究了6个发达国家经济政

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，发现在金融危机之后，美国和

英国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主要净溢出国，而加拿大

和其余国家为政策不确定性的净接受者 [14]。Bernal
等研究发现，德国和法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

剧了欧元区其他国家主权债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，

进而对欧元区经济发展形成负向冲击[15]。Ko和Lee
基于谱分析的结果表明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

全球 11个国家股票市场形成反向关系 [16]。Belke和
Osowski基于大规模 FAVAR模型做了类似研究，发

现相比欧元区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引起全球

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主要冲击源[17]。

第二，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改进，采用非线性计

量工具。Antonakakis等研究发现，美国经济政策不

确定性与住房市场收益率存在显著的动态时变相关

性 [18]。Caggiano等基于 STVAR模型研究发现，在经

济萧条期间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失业率的影响

更显著[19]。

国内相关研究基本遵循了国际文献的研究思路，

并取得了丰硕成果。国内学者分别研究了中国经济

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内产出、投资、消费、出口、创新等

宏观经济变量或微观经济主体决策行为的影响[20-22]。

从近期国际文献的研究趋势来看，美国经济政

策不确性是引起国际经济环境波动的始作俑者，对

全球其他国家经济均形成了净溢出效应，且与目标

变量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。相比之下，仅有少量

国内学者研究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粮食

价格、出口产品质量或新兴国家资本流向的影响[23，24]，

鲜有学者关注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对我国创新的影

响；此外，国内相关文献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固定系

数模型，这些线性模型虽能刻画政策不确定性与目

标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，但无法捕捉这种动态关系

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特征，由此而得到的

研究结论有偏离现实的可能。

基于上述理解，本文设定非线性VAR类模型，研

究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。

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如下：首先，在研究视角上本文

关注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，而非中国经济政策不

确定性，本文的研究是对国内现有相关文献的补充

与延伸；其次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非线性FAVAR
模型，避免了基于固定系数模型可能产生的模型误

设的问题，以及小规模VAR模型可能形成的遗漏变

量的问题，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与现实更为贴切；再

次，在目标变量上本文关注的对象为中国技术创新，

研究主题及相应的结论对当前中国创新驱动型经济

发展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价值。

2 理论基础与传导机制

2.1 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渠道

知识与技术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，表现为非竞

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，企业不仅可以依靠自身内部

的研发来加强知识的积累，还可以通过外部渠道获

取新知识和新技术。国际资本流动，尤其是以 FDI
形式的长期资本流动是国际先进知识、技术扩散的

重要载体。究其原因，能够从事跨境投资的多为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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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公司(MNEs)，相比东道国国内的企业，这些跨国公

司拥有更为成熟和先进的技术水平，通过在东道国

直接新建项目、联合经营或跨国并购的形式，这些先

进知识、技术也会随着投资项目一并转移至东道国，

跨国企业本土化经营使得东道国企业有机会参与其

中，并形成“干中学”效应，从而能大幅提升东道国企

业人员知识积累和技术水平[25]。长期国际资本流动

在形式上表现为跨国公司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

投资组合，其根本动力是在全球范围内追寻资本收

益最大化，意味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国际资本

的流向构成影响，而由前文综述部分可知，美国经济

政策不确定性是引起国际经济环境波动的重要影响

因素之一。

2.2 进出口贸易传导渠道

在开放经济环境下，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

力、获取垄断利润是企业研发创新的动力根源。美

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不仅会改变美国市场对中

国产品的需求规模以及需求结构，作为全球超级大

国，还会对非美国的全球贸易市场构成冲击。对于

国内出口企业而言，国际贸易市场格局的改变意味

着企业原有的竞争优势降低，为了顺应市场的新变

化、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，企业必须逼迫自

己加强研发创新，促进出口产品的升级与优化，由此

从贸易出口维度体现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

内企业研发创新的“倒逼机制”[22]。从进口层面来

看，这种“倒逼机制”同样存在，根据南北贸易模型，

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工业制成品居多，相比出口的初

级产品，工业制成品中蕴含着更为先进的技术水平，

这就容易诱发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模仿，降低自

主研发的积极性；然而发达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

上升对本土企业出口形成抑制效应[26]。这里我们以

发达国家政府出口补贴政策不确定性为例，发达国

家企业的出口决策权也类似于一份期权，在这种政

策不确定性扰动下，企业会延迟出口决策，选择等待

与观望对自己更有利，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，意

味着丧失了技术模仿的机会，迫使这些企业增强研

发投入，减少对技术模仿的依赖。

2.3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技术创新非

线性关系研判

不少学者证实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目标

变量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，而引起这种非线性经

济效应的原因在于美国经济政策基调的变化以及宏

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所致。当前阶段，中国正处于经

济转型期，相比以往，中国企业创新所处的宏观经济

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变。本文沿袭Antonakakis的研究

思路，构建含有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中国技

术创新的DCC-GARCH模型 [18]，力图从数据上研判

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技术创新可能存在的

潜在非线性关系。

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，样本期内美国经济政策

不确定性与中国技术创新两者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呈

现明显的时变特征。就区间差异性而言，2006M1-
2008M9、2011M5-2013M7以及 2016M12-2017M6这

三个区间，两者相关性为正值，表明在这期间，美

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技术创新呈现同向关

系，而在 2008M10-2011M4、2014M2-2016M11以及

2017M7-2017M12期间，两者相关性为负值，表明在

这些区间内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技术创

新呈现反向关系。这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阶段性

特征基本吻合，2006-2008年、2009-2011年、2012-

图1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技术创新动态相关性非线性特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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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、2014-2017年分别对应着中国经济稳速发

展期、金融危机及调整期、经济持续下行期以及经济

新常态四个阶段，这就印证了Antonakakis等的研究

结论，即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

的非线性经济效应不无关系。此外，同一区间内的

不同时点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技术创新

的动态相关性也存在差异，以新常态阶段为例，

2014M12、2015M3以及2016M7三个时刻两者相关性

分别为-0.6753、-0.4958和-0.2187。
尽管基于DCC-GARCH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，

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技术创新两者之间存

在潜在的时变相关性，但无法刻画美国经济政策不

确定性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动态冲击效应及其传导机

制，因此，本文设定非线性计量模型展开进一步检验。

3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技术创新影响

的实证研究

VAR类模型是宏观经济问题分析的经典研究方

法，根据图1报告的结果，固定系数VAR类模型难以

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，从既有的非线性VAR类模型

来看，大致可分为门限(TVAR)、平滑转移(STVAR)和时

变(TVP-VAR)三种基本类型，TVAR和 STVAR都是

以模型中某一个或某几个变量的结构性突变刻画非

线性特征，且只能捕捉有限个间断点，而 TVP-VAR
以一阶随机游走捕捉模型变量非线性特征，相比之

下，更能有效刻画因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所引致的模

型变量非线性特征[27]；此外，中国技术创新不仅受到

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国际因素的影响，还会

受到国内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。为了单一性地凸显

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，这

里沿袭 Zhang和 Zhou的思路，将影响中国技术创新

的国内宏观经济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置入计量模

型[28]。然而，这些国内宏观经济因素涵盖产出类、价

格类、货币类等多个变量指标，显然，若将这些变量

置入小规模的VAR类模型，容易产生“维数诅咒”的

问题。基于上述考虑，本文参照金春雨和张龙的做

法，在小规模的TVP-VAR模型中引入国内宏观经济

信息集的共同因子，构建TVP-SV-FAVAR模型展开

实证研究 [29]，如此设定既能体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

定性对中国技术创新的时变冲击特征，又能克服小

规模VAR模型因维数诅咒产生的遗漏变量的不足。

3.1 TVP-SV-FAVAR模型设定

根据 Primiceri，先构建基本的 TVP-VAR模型，

表述如下：

Yt=B1tYt-1+B2tYt-2+…+BptYt-p+At-1∑tεt，εt～N(0，Ik)，
t=p+1，…，n (1)
式中，Yt是 k×1维的观测向量，这里由经济政策不确

定性、进出口贸易、长期国际资本以及中国技术创新

四个变量构成；p为模型变量滞后期；At、∑t分别为模

型变量同期结构关系和误差扰动项协方差。正如上

文所述，在模型中我们要将影响中国技术创新的国

内宏观经济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置入模型(1)，为了防

止出现维数诅咒问题，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宏观经济

信息集进行降维处理，如下：

Xt=λFt+vt，vt～N(0，Vt) (2)
式中，Xt为N×1维国内宏观经济数据集构成，Ft是基于

主成分分析法从宏观经济数据集中提取的共同因子，

基本上囊括了Xt的绝大多数信息，进而起到降维的作

用。将共同因子Ft作为控制变量置入模型(1)，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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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(2)和式(3)就是在式(1)基础上引入共同因子，

构成TVP-SV-FAVAR模型。由式(3)下标容易看出，

动态滞后项系数Bt，j，j=1，…p，随机扰动项 εt以及模

型变量同期关系At均为时变的。为了便于表述这些

时变特征，做如下处理：对动态滞后项系数矩阵以模

型变量同期关系矩阵进行迭戈，令βt=(Ct，vec(Bt，1)′，
vec(Bt，2)′，…，vec(Bt，j)′)′，其为(k+1)2p×1维时变系数向

量；为了有效识别模型参数，采用文献中常见做法，假

定At是主对角线为1的下三角矩阵，∑t为对角阵，如下：

At=
æ

è

ç

ç

ç
çç
ç

ö

ø

÷

÷

÷
÷÷
÷

1 0 … 0
a21,t ⋱ ⋮
⋮
ak1,t … ak,k - 1,t 1

∑t=
æ

è

ç

çç
ç

ö

ø

÷

÷÷
÷

σ1,t 0 … 0
⋮ ⋱ ⋮
0 … 0 σk,t

将矩阵At中非 0非 1元素横向拉直，令αt=(a21，t，

a31，t，a32，t，a41，t，…，ak，k-1，t)′，ht=(h1t，h2t，…，hkt)，其中 hit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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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ogσ2jt，j=1，…，k + 1；t=p + 1，…，n。根据 Primiceri
(2005)和Nakajima(2011)，以一阶随机游走刻画模型

滞后项系数、同期关系以及随机扰动项的时变特征，

表述如下：

βt=βt-1+μβt，μβt～N(0，∑βt) (4)
αt+1=αt+μαt，μαt～N(0，∑α t ) (5)
ht+1=ht+μht，μht～N(0，∑ht) (6)
以上即完成了TVP-SV-FAVAR模型的设定。

3.2 模型参数估计方法

为了简化估计，将待估计参数∑β、∑a和∑h设定为对

角矩阵且分别服从以下分布，(∑β)-2～Gamma(40，0.02)；
(∑a)-2～Gamma(40，0.02)；(∑h)-2～Gamma(40，0.02)；从
各自的分布中抽样并计算均值作为∑β∑a和∑h估计

值。对于参数βt、at、ht，运用MCMC算法从后验联合

分布π(βt，αt，ht，∑β，∑a，∑h｜y)抽样的均值作为估计

值。此外，假设βt、at和ht互不相关，其初始值的后验

分布设定如下：βs+1～N(μβ0，∑β0)αs+1～N(μα0，∑α0)hs+1～

N(μh0，∑h0)；μβ0=μa0=μh0=0；∑β0=∑a0=∑h0=10×I。由于

后验联合分布π(βt，αt，ht，∑β，∑a，∑h｜y)的具体解析

式未知，本文运用Geman等(1987)基于条件分布顺序

抽样的Gibbs算法构造不可约的正常返Markov链，

Markov链遍历定理保证在抽样次数足够多的情况

下，依条件密度顺序抽样会渐进收敛于参数联合概

率分布。具体算法如下：①给βt，at，ht，∑β，∑a和∑h

赋初始值；②抽 βt｜at，ht，∑β，y；③抽∑β｜βt；④抽

at｜βt，ht，∑a，y；⑤抽∑a｜at；⑥抽ht｜βt，at，∑h，y；⑦抽

∑h｜ht。从②至⑦即完成一次迭代，本文MCMC抽

样迭代10000次，预烧1000次。

3.3 变量定义及数据处理

就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而言，现有文献中常

见的代理变量有三种类型，分别为政权变更、政府换

届选举，经济政策变量的条件异方差以及Baker等基

于文本挖掘和清洗技术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

数(简称BBD指数)。相比之下，前两类代理指标在刻

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局性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。

例如，从内生性来看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起因源

于多种因素，不仅包括政权变更，还包括自然灾害、

突发事件、恐怖袭击、经济危机等。此外，政权变更

的影响在时间节点上具有可预期性、在地域上辐射

范围具有有限性等不足。因此，本文使用BBD指数

作为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，标记为

ZC。就长期国际资本而言，本文采用文献中普遍性

的做法，以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余额作为代理变量，并

记为FDI。现有文献中通常用研发投入、创新成果或

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这三种指标作为技术创新的代

理指标，Dang和Motohashi认为专利授权量更适合度

量中国的技术创新[30]。本文以专利授权量作为中国

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，记为ZL。以进出口贸易同比

作为贸易变量，记为 JCK。就国内宏观经济信息集

而言，选择50个代表国内影响技术创新的宏观经济

变量，主要包括产出类、价格类、投资类、货币类以及

资产价格类。上述原始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、

中国人民银行网站、万德数据库，其中美国经济政策

不确定性指数源于www.policyuncertainty.com网站。

本文数据频率为月度，样本区间选定为2006M1-
2017M12。数据做处理如下：①对原始数据进行季

节性检验，若存在季节性则采用Census-X12进行去

季节处理；②将原始数据化为均值为 0、标准差为 1
的标准序列；③采用不含趋势项和截距项的ADF对

于处理后的变量展开平稳性检验，对于不平稳的序

列采用一阶差分处理；④通过EVIEWS9.0软件采用

主成分分析法，从影响技术创新的50个国内宏观经

济指标中提取共同因子，最终确定两个共同因子，记

为F1和F2(见图2)。

图2 宏观经济信息集共同因子

··3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

2019.12 创新政策与管理
INNOVATIVE POLICY AND MANAGEMENT

3.4 实证结果分析

由图3可直观看出，通过贸易以及长期国际资本

流动传导渠道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

构成冲击，且在第1和第2个月较为明显，大约持续6
个月之后逐渐消失。此外，在不同时刻，这种冲击的

程度以及方向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。具体而言，

2006M3-2008M4期间，ZL在当期和滞后 2期的脉冲

响应值略低于0值，表明这期间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

性上升对中国技术创新形成了不太明显的抑制效

应，究其原因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，全球经

济环境整体处于上升周期，由此也带动了以出口为

导向的中国经济的发展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势头良

好，进出口贸易总额持续上升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政府

不断向全球资本扩大开放程度，吸引国际长期资本

流入的基础性条件得到持续性改善。2008M11-
2011M3期间，ZL的当期脉冲响应值明显低于 0值，

表明在金融危机及调整期内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

上升在期初明显抑制了中国技术创新，不难理解，这

与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企业创新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

有关，受金融危机负向冲击的影响，国内外宏观经济

环境持续恶化，在这一背景下，企业创新投资的意愿

明显降低；除了在金融危机及调整期的ZL当期的脉

冲响应值在0以下之外，2008M5-2015M6期间内，ZL
在当期和滞后2期的脉冲响应值略高于0值，尤其在

2011M8-2013M9期间相对较为明显，而在2013M10-
2015M5期间有一定程度降低。该实证结果表明，在

此期间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技术创新

起到正向促进作用。对此，本文认为这与在此期间美

国经济政策调整的基调不无关系，为了应对金融危机

的不利影响，美国政府实施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

融救援计划以及一揽子非常规性财政政策，向市场注

入了大量的流动性，在这些政策基调上形成的美国经

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国企业创新释放出“好的”不

确定性，进而促进了中国技术创新，随着量化宽松政

策的逐渐退出，这种正向促进效应也呈现降低的态

势。因此，在2013M10之后，ZL的正向脉冲响应值缓

慢降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15M7-2017M12期间，ZL
当期的脉冲响应值出现了“断崖式”下行趋势，显著为

负值，且平均达到-0.25左右。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

性上升对中国技术创新形成了较为显著的抑制效应，

我们认为这与美国新一届政府经济政策导向有关，自

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，极力主张“全球收缩”的贸易保

护政策以及“美国优先”的国内经济政策，这些经济政

策蕴藏着对中国技术发展打压的意图和目的，因此，

在这些经济政策导向基础上形成的美国经济政策不

确定性对中国技术创新形成了显著的负向影响。

根据图 4，在一个标准单位ZC随机扰动的冲击图3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性对中国技术创新时变脉冲图

图4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技术创新传导渠道时变冲击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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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JCK和FDI的响应特征明显，表明美国经济政策

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以及 FDI构成影响，印

证了前文的理论分析结论。JCK和FDI的脉冲响应

值呈现明显的时变特征，具体就进出口贸易渠道而

言，JCK的脉冲响应值基本在 0以下，表明美国经济

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贸易形成负向影响。从时变特

征来看，在 2006M12-2017M12、2008M10-2009M12
以及2016M5-2017M12这三个区间，JCK在当期的负

向脉冲响应值较为显著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

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负向影响在这三个区间内加

剧了，而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美国次贷危机逐步

显现期、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及美国新一届政府执

政阶段。就长期国际资本渠道而言，在美国次贷危

机发酵阶段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抑制了中

国 FDI流入，这是由于次贷危机的蔓延致使国际经

济环境日趋复杂，并由此引起了国际资本的“避险”

情绪，从而抑制了中国 FDI流入；在金融危机期间，

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此期间促进了中国FDI流
入，这与美国政府为了抵御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宽松

货币政策有关；2015M1-2017M12期间，FDI的脉冲

响应值在当期显著为正值，但在滞后 3期又转为负

值，意味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期初提升了中

国FDI流入，然而三个月之后，显著抑制了中国FDI
流入。究其原因，自2015年以来，中国在引进外资政

策上做了重大的调整和新的探索，例如在沿海及中

部地区设立自贸区等，由此提升了对长期国际资本

的吸引力，然而，在这期间，以“美国优先”为主要导

向的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FDI流入形成了

抑制效应，因此，在滞后3期，FDI的脉冲响应值显著

为负。

4 研究结论与启示

在开放的经济背景下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是影

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扰动因素。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强

国，自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

上升，并由此导致全球经济环境发生重要变化。本

文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

作为研究主题，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进出口贸易以

及长期国际资本流动构成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

对中国技术创新影响的传导渠道，在此基础上展开

了相应的实证研究。研究发现：通过进出口贸易和

长期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渠道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

性对中国技术创新构成影响，且这种影响还具有明

显的时变特征。新常态下，随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

政策逐步退出、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等

多重因素的干扰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

抑制了中国技术创新；新常态下，美国经济政策不确

定性上升对中国技术创新的贸易渠道和长期国际资

本流入渠道均形成了显著的负向影响。

基于上述研究结论，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：新

常态下，中国政府应关注并警惕美国经济政策不确

定性对中国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，针对当前阶段美

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现实，在创新支持

政策上做应对性的调整，加强鼓励国内企业自主研

发投入，避免单一性地依靠外部技术转移来提升中

国技术创新水平可能形成的被动局面；与此同时，推

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优化贸易结构，提升贸易条

件，持续改善国际长期资本在中国投资的基础环境，

打通国际技术知识向中国流入的国际通道，最终实

现自主研发与引资、引技、引智有机结合的技术进步

路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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